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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说书》的文体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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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书》是晚明思想家李贽的重要著作之一。有些学者认为《说书》的文体是八股文，并以此为据分析李

贽对科举的态度。李贽《焚书》等有关文献对《说书》的描述显示《说书》的文体不似八股文。参照李贽《童心

说》以“童心”作为肯定八股时文的前提，分析李贽的科举经历以及晚明士人的心态，结合《说书》的创作时间

以及李贽本人的八股文创作能力，并依据《说书》现存篇目的文体形态、《澹生堂藏书目》等目录学著作的归类

和顾大韶等人的评论，可以肯定《说书》的文体形态为“说书”。李贽的《说书》应该是以文体命名的。《说书》

文体形态的辨析有助于研究李贽对科举的态度，进而研究李贽的儒学思想、文体学思想、心学思想以及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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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思想家李贽(1527—1602)一生之中有三部自

鸣得意的重要著作，“《藏书》予一生精神所寄也，《焚

书》予一生事迹所寄也，《说书》予一生学问所寄    

也”[1](1635)。《说书》又称《李氏说书》，与《藏书》《焚

书》不同，“《李氏说书》今已不存，全貌无从窥

探”[2](187)。研究者对《说书》是何种文体意见不一。

部分学者认为《说书》的文体为八股文，如张思齐先

生认为“李贽《说书》两卷是其八股文的代表作，它

们在八股文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3]；黄强先

生认为“李贽以《说书》中的四十四篇八股文实践了

自己的理论主张，寄寓自己的思想和学问”[4]；何新

所先生认为“李贽自己也以时文格式写作讲学文章”，

“时人也颇看重李贽的时文”[5]，等等。部分学者认

为《说书》应该是评解性文体，如台湾学者邓克铭先

生认为“李卓吾对《四书》之评解，比较完整的著作

应是《说书》与《四书评》”[6]；张建业先生及张岚先

生则认为“《说书》内容是对《四书》的解说和评     

论”[2](187)。也有学者认为《说书》既有八股文又有其

他文类，如龚笃清先生认为《说书》“收集了他所作讲

章及八股范文”[7](347)；张荣刚先生认为“《说书》虽

属于解经之书，但其文体形式属于八股时文”[8]。 

我们认为“说书”是一种讲说书义的文体，李贽《说

书》的文体应为“说书”。现将理由胪列如下，以供    

探讨。 

 

一、《说书》文体争论的文献依据及 
辨析 

 

李贽《说书》的真本可能已经亡佚，现存《李氏

说书》《四书评》《道古录》是否就是《说书》还有争

议。众多学者对《说书》文体形态的辨析多依据间接

文献。认为其为八股文体者多依据袁中道《李温陵传》、

袁宗道《读〈孟子〉》、李维桢《续藏书序》及霍士廉

《姚安县志》等。这些多为间接依据，虽看上去数量

众多，实则有值得斟酌之处。而李贽的《答焦漪园》

《焚书·自序》等文献，则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

对李贽《说书》的文体进行辨析。 

(一)《说书》的文体为八股文的文献依据尚需   

辨析 

李贽未明确说过是以八股文写作《说书》的，但

后人认为《说书》的文体为八股文却并非偶然。其重

要依据有袁中道、袁宗道、李维桢等人的相关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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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首先要辨析其中是否存在疑点。 

首先，袁中道《李温陵传》中的“时义”一词不

仅可指八股文，也可以指“新义”；既可以是文体，也

可以是思想。袁中道《李温陵传》云：“后以时义诠圣

贤深旨，为《说书》。”[9](5)论者以“时义”一词为《说

书》是八股文体的依据，而“时义”却还有其他含义。

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尚书日记》云：“前有

李维桢《序》称:‘《书》有古文、今文，今之解《书》

者又有古义、时义。《书传会选》以下数十家，是为古

义。而经生科举之文不尽用。《书经大全》以下主蔡氏

而为之说者，坊肆所盛行亦数十家，是为时义。’”[10](99)

将“古义”与“时义”对举，是从时间上区分其含义，

接近“旧义”和“新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周易

时义注》记载：“前有《自序》，谓以明经获隽，而烽

火交讧，行路艰阻，因坐卧小楼，自为笺注，大都自

忧患中来。盖有托而为之，故其言颇讥切时事云。”[10](68)

其作者章佐圣中明经科，此书是“自为笺注”，所以此

书名中的“时义”应该不是八股文，而是因“颇切时

事”故称“时义”。因此，“后以时义诠圣贤深旨”似

可解释为“后来用时尚新义解释圣贤深奥的思想”。 

其次，袁宗道《读〈孟子〉》中的“四书义”也不

是专指八股文，且袁宗道未明确说此数十首“四书义”

出自《说书》。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说书类》卷十九

《读〈孟子〉》云:“李卓吾先生有四书义数十首,予最

爱其《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篇，后二股云：‘心无

时而不动,故言之动即心之动，初不待求之而后动也。

既不待求之而后动矣，而又何恶于求耶！心无时而或

动，故言虽动而心不动，而又岂求之所能动也。既非

求之所能动矣，而又何害于求耶！’看他彻的人，出语

自别。”[11](271)四书义是一种与科举考试有关的文体，

同时也可指特定的考试内容。四书义与八股文是有区

别的，它产生于八股文定型之前，而又使用于八股文

被废除之后。《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五》已记载洪武考

试之法，大略损益前代之制，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

及四书义各一道，而此时八股文尚未定型。《清史稿·志

八十三》记载，“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

通科举之奏。二十七年，乡、会试首场改试中国政治

史事论五篇，二场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四书义

二篇、五经义一篇，其他考试例此”[12](3153)，这次变

革废八股文而改用“四书义”。安东强先生指出，“若

从文体正变的层面来考察，四书义和五经义摆脱了八

股程式的束缚”[13]，则“四书义”又使用于八股文被

废除之后。所以“四书义”从文体形态上看不能等同

于八股文。但袁宗道所说“后二股”又为八股文之术

语，故此处袁氏引文必须确定出自《说书》才能得出

《说书》有八股文的结论，而袁宗道并未明确说明。

邓克铭先生认为，“其中‘四书义数十首’，极可能就

是前述李卓吾在《焚书》自序中所说之‘《说书》四十

四篇’”[6]，也属推测。论者以“李卓吾先生有四书义

数十首”为依据认为袁宗道所指为《说书》，也是推测

而尚难确证。 

再次，李维桢《续藏书序》中所说的《说书》是

否为真本尚无法确定，而《姚安县志》所载《说书》

应为伪书。李维桢《续藏书序》云：“《说书》以制义

发孔、孟、曾、思之精蕴。”[14](359)此处明确指认《说

书》为“制义”之作，即八股文之作。但是据李贽《焚

书·自序》记载，《说书》首次的刊刻时间大约在万历

十七年(1589)，其后流传不广，影响也远逊于《焚书》

《藏书》。李贽的学生汪本钶续刻李氏遗作在万历四十

六年(1618)，其间有很多假托李贽之名的伪作出现。

焦竑在《李氏续焚书序》中说：“先生书既尽行，假托

者众，识者病之。”[2](419)汪本钶在《续刻李氏书序》

中说：“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

而读之者，读之不已或并其伪亦读矣。”[2](421)所以李

维桢此时所见之《说书》是否为真本也难以确定。《姚

安县志》记载：“《说书》者，以制艺发孔、孟、曾、

思之精蕴也，书共六十八卷。”[15](317)其说法与李维桢

的说法相似，但“书共六十八卷”与李贽《说书》的

四十四篇书目又不符，则县志作者所见《说书》或为

伪作，不能作为探讨此问题的依据。 

(二) 李贽自述文献显示《说书》的文体不似八  

股文 

以上几种文献作为《说书》文体为八股文的依据

都有一定的疑问。更重要的是，以上文献与李贽自己

的记述相抵牾。李贽《答焦漪园》《焚书·自序》的描

述显示《说书》的文体不似八股文。 

首先，李贽《答焦漪园》描述《说书》篇幅不长

而且零散，与八股文结体严谨完整相去甚远。李贽在

给焦竑的信中说道：“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

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

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

明，亦快人也。”[9](7)“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

积久成秩”等表明李贽只是讲说题中的大义，篇幅不

长且比较零散，不是完整严谨的篇章，这和八股文文

体要求结体严谨完整相去甚远，倒是和“说书”文体

相似。李贽欲将《论语》《孟子》逐节发明，以八股文

体写作几乎不可能完成，而事实也表明，李贽并未完

成此超级工程。 

其次，僵化的八股文体不适合李贽《说书》的写

作目的。据《焚书·自序》记述，李贽写作《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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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

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9](1)的目的，这要求他

以一种灵活的而不是僵化的文体进行创作。他认为“传

注”“非以诱人，实以绝人”[9](1)，又怎能选择更加僵

化的八股文呢？“其为说，原于看朋友作时文”[9](1)，

是说他的写作源于看朋友做时文的启发，但并未说自

己所写为时文(即八股文)。“亦佑时文”中“佑”无论

解释为“借助”还是“帮助”，都会否定《说书》的文

体为“时文”。若为“借助”，则“《说书》借助了时文

文体，而不借助时文文体的也有很多”，这说明《说书》

至少不全是八股时文；若为“帮助”，则“《说书》能

帮助八股时文写作，而不能帮助的也很多”。 

李贽自己的记述为辨析《说书》的文体形态提供

了新的视角，但不能仅以此为据就得出结论。 

 

二、李贽的八股文观念、创作能力与 
创作心态 

 

李贽是否会以八股文的形式进行专题性的创作，

还可以通过他的八股文观念、创作能力与创作心态来

分析。文献显示，李贽对八股文一体并非盲目推崇，

他“以时文为至文”，肯定八股文的前提是“童心”；

李贽的科举经历表明其八股文写作能力并不突出；而

李贽在考中举人三四十年之后再以八股文写作《说书》

的创作动机也明显不足。 

(一) 李贽以时文为至文的前提是“童心” 

有学者认为李贽的科举观是矛盾的，他既反对假

道学，又肯定八股时文。李贽在《童心说》中曾有“为

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的命题，又在《与汪鼎甫

书》诸作中认为“原于看朋友做时文”的《说书》“是

为千古绝唱，当与古文远垂不朽者也”[9](46)，使人产

生他极力推崇八股文的印象。何新所先生指出：“李贽

对时文及科举制度的观点，就充满了矛盾。”[5]此种矛

盾让学者困惑，黄强先生考察游国恩《中国文学史》、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李修生《中国文学史纲要》、

余秋雨《戏剧理论史稿》等著作后发现，诸作对李贽

在《童心说》中的“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的

观念，或避而不谈，或“任意删去”[4]。当代学者各

抒己见，却莫衷一是。这就需要对《童心说》做仔细

辨析。李贽对至文的论述是为“童心说”张本，而非

简单地“以时文为至文”。其讨论“至文”的前提为“苟

童心常存”。李贽认为若童心常存，就不会受“道理”

“闻见”蒙蔽，而“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

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16](277)。其后的论述认为各种文

学体裁是“至文”皆本于“童心常存”这一前提，即

如果有“童心”，那么即使是举子业的时文，也可以称

之为至文。张少康先生认为这表现了李贽强调“不能

以时势先后来论，只要出于童心，即使举子业也无可

厚非”[17](199)，可谓得之。黄强先生认为“李贽的八股

文观已很清晰，其核心在于将‘童心’引入本意在于‘代

圣贤立言’的八股文”[4]，也堪称确论。 

有学者认为，“李贽曾把‘今之举子业’的八股文

看作是与诗歌、古文、戏曲、小说并列的天下至     

文”[18]。若李贽“以时文为至文”，则需将时文与诗

歌、戏剧、小说等文体进行比较，论证时文具有与其

他文体近似的优越性，但李贽的论述之中并无此意。

所以李贽不是从文体价值角度“以时文为至文”的，

而是从思想内蕴“童心说”角度认为“以有童心之时

文为至文”的。 

(二) 李贽的八股文写作能力并不突出 

李贽以横议而非以八股文闻名。清李光地《重修

泉州府学记》称：“夫泉僻处海滨，为九州风气裔末。

然虚斋(即蔡清)以经解，锦泉(即傅夏器)、晋江(即李

廷机)以制举业，李贽以横议，天下皆靡然宗之。”[19](310)

泉州诸多名士各有所长，李贽以横议闻名，符合其著

作情况；不以八股文闻名，符合其科举经历。 

李贽的著述情况显示其长于横议。汤显祖在《李

氏全书总序》中评价他“李氏夙以书训世、经世、济

世、骇世、应世、传世” [19](129)；其论敌张问达说       

他的著作“狂诞悖戾，未易枚举，剌谬不经，不可不

毁”[19](289)。可见其思想活跃，擅长横议，这与其思想

倾向也相符合。李贽在与耿定向的论辩之中也不落下

风，《明史·耿定向传》记载“贽小有才，机辨，定向

不能胜也”[20](5817)，从中可以看出李贽擅长辩论。 

与横议相比，李贽的八股文写作能力则逊色得多。

其科举经历既不辉煌也不顺利，他只考中举人而未参

加进士考试。在《卓吾论略》中李贽记述他七岁开始

随其父学习读书作文，十二岁写下《老农老圃论》，虽

受人称赞，但他自己对写八股文却越来越不感兴趣。

他曾记述： 

稍长，复愦愦，读传注不省，不能契朱夫子深心。

因自怪，欲弃置不事。而闲甚，无以消岁日，乃叹曰：

“此直戏耳。但剽窃得滥目足矣，主司岂一一能通孔

圣精蕴者耶！”因取时文尖新可爱玩者，日诵数篇，临

场得五百。题旨下，但作缮写誊录生，即高中矣。居

士曰：“吾此幸不可再侥也。且吾父老，弟妹婚嫁各及

时。”遂就禄。[9](84) 

李贽年轻时对八股文的认识是“此直戏耳”，认为

八股文只是游戏，这已经显示了李贽对八股文写作的

轻视态度。他考中举人是大量背诵时文然后进行誊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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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剽窃的结果，中举后一方面他顾虑亲人，另一方

面认为无法再侥幸，故未参加进士考试。这表明李贽

对八股文态度上轻视，能力上缺乏，对自己的八股文

创作信心不足。 

(三) 李贽缺乏专题性写作八股文的动机 

李贽年轻时“欲弃置不事”的八股文，能否在其

科举之后因感兴趣进而进行一种专题性写作呢？这恐

怕也不可能，因为《说书》的成书时间在万历十七年

(1589)左右，距其考中举人时隔近四十年。明代虽有

以八股文著称者，如王鳌、钱福、孙鑛等人，但是绝

大多数士人在考中进士后都会对八股文弃而不顾。吴

承学先生指出：“绝大多数文人都明白八股文是百无一

用之文体，但实际上又是他们取得功名利禄的最有用

的工具。他们通常是骂八股文，但又不得不研习八股

文，而一旦取得功名，则过河拆桥，鄙视八股文。”[21]

这样长的时间跨度很难让人相信李贽在中举后又对八

股文产生兴趣，并进行四十四篇八股文的专题性写作。

后代对李贽的评价以及八股文的选本之中也未见推崇

只考中举人的李贽的八股文。 

八股文写得好不足取荣，写不好适足取辱，因而

文人不愿专择八股文集结成书，即使有也只是部分收

录。若李贽将四十四篇八股文集结成书，实属罕见。

此外，因八股文写作时文应该规范，官方有固定程式

供他人借鉴。想在科举考试之中获得好的成绩，必须

在平常的学习之中写作尽量规范的时文，而不能以不

规范的时文为榜样。平常尽量规范，考场才能规范；

平常不规范，考场多半不规范。而当时供士人模仿的

程文多由官府颁布，李贽没有写作程文的必要。 

既然不为示范，那么李贽能否为射利求名而私刻

八股文呢？“成化年间是坊刻时文选本涌现之始”[22]，

至隆庆、万历年间，书商私刻八股文风气正盛。蒋寅

先生指出：“八股文通常不入文集，试帖诗也不入诗集，

少数名家工为此体，不忍自弃，或坊贾射利，往往单

行其书。”[23]李贽甚至曾为大中丞李公所选时文作《时

文后序》，但李贽为射利求名而私刻八股文的动机仍然 

不足。 

首先，从精神品格看，李贽非射利之人。李贽主

动辞官，既不积蓄产业，又无身家之累，虽非大富大

贵，亦非饥寒交迫，其衣食有靠不算缺钱。李贽赞赏

鲁仲连“宁贫贱而轻世肆志”为“一生主意”[24](101)，

追求“士贵为己，务自适”[9](258)，“大凡我书，皆为

快乐自己”[2](142)，其读书写作不是为钱。且“时文一

道不切人事，无益性情，苟非设科取士，则无一人为

之矣”[25]。李贽若为射利写作八股文，有损性情，与

其“自适”“快乐自己”的精神追求不符。 

其次，从创作背景看，追求科举、擅长八股之名

对于身处耿李论战之中的李贽未必是好事。耿定向和

李贽的论战始于 1584 年，起因之一是耿定向批评李贽

“因他超脱，不以功名为重，故害我家儿子”[9](37)。

耿李论战在文化界备受瞩目，李贽已因“超脱”、不重

功名被批评。若一边与耿定向论战，一边大写八股文，

则耿定向批评失据，而李贽则授人以柄。李贽的《说

书》为自刻，其自序说：“而恶自表暴，又不肯借人以

为重。”[9](62)李贽与科名、文名甚重的焦竑、袁氏三兄

弟等人友情深笃，却未请他们作序借以为重，而是低

调地自序，也不似求名。 

再次，从选文类型及读者对象看，李贽的《说书》

与坊刻八股文也存在诸多不同。一是晚明时期建宁、

杭州、南京等地私刻八股文风气尤甚，李贽自刻《说

书》的地点在龙湖，此地非风气中心。二是八股文“以

选文来源与作者身份分类的八种选本”[26]分别为程

墨、房稿、行卷、社稿、朱(硃)卷、窗稿、名稿、乡

会试录。李贽《说书》的文体与这八种选本均不符。

三是李贽欲将《语》《孟》逐节发明，不似坊刻八股要

精选优秀作品的出版行为。四是李贽曾在 1600 年给汪

本钶的信中提到“恐场事毕，有好汉看我《说书》以

作圣贤者，未可知也”[2](140−141)，这说明其读者对象为

科举已毕之人，与八股文选本多为欲参加科举之人，

二者的读者对象不同。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李贽都缺乏写作四十

四篇专题八股文并集结成书的必要。以八股文形式宣

传自己的学说，不是明智的选择；以举人身份写八股

文供人模仿，说服力也不足。 

 

三、李贽《说书》的文体为“说书” 

 

辨析李贽《说书》的文体形态，最好考察其原文。

但李贽《说书》的特殊性在于其真本或已失传，而其

究竟是世传《李氏说书》《四书评》还是《道古录》，

还有争议。故而难以仅凭原文辨析其文体形态，需要

结合古代的目录著作对其的分类以及相关学者的评

论。现存被认为是《说书》的作品的文体形态不似八

股文而更接近“说书”。古代的书目类著作也将《说书》

列为经部浅说类，侧面支持其文体为“说书”。 

(一) 现存被认为是《说书》的著作均不是八股文 

八股文有比较固定的程式，以程朱理学经义为指

导，“代圣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并逐渐形成了固

定的结构，即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

中股、后股、束股、收结”等部分组成。其要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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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中股、后股、束股”使用整齐的排偶句式，所以

叫八股，或者八比。其篇幅也有规定，既不能太长，

也不能太短。吕思勉先生指出：“此等规则，虽亦小有

出入，但原则上是始终遵守的。”[27](115)八股文是一种

比较好辨认的文体，是与不是，比较一下便知。现存

被认为是李贽《说书》的著作的文体都不是八股文。 

李贽《说书》一说为今传本《李氏说书》，郑振铎

先生曾经论及此书而没有提出疑问[28]，崔文印先生则

通过考证认为今传本《李氏说书》是拙劣的伪作[29](309)；

二说为《四书评》，鄢烈山先生在《狂人李贽传》中持

此说法[30](94)，而崔文印先生则认为《四书评》是叶昼

假托之作[31−32]；三说为《道古录》，如《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即持此说[15](288)，今之学者如张思齐先生曾据

此说对其进行整理点校并将《道古录》作为《说书》

收入《八股文总论八种》[3]。张建业先生主编《李贽

全集注》则认为《说书》已经失传。可以确定为《说

书》篇目的文章《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被李贽

附录于给焦竑的信《复焦弱候》中，我们可以借此考

察《说书》的文体形态。 

首先，《四书评》为评点之作，其文体不是八股文，

无需赘述。 

其次，《李氏说书》除去已经考证为伪作的部分，

有六篇(《与友人书》《与焦弱候》《兵食论》《答邓石

阳》《答刘宪长》《童心说》)收于李贽的《焚书》和《藏    

书》[2](187)中，其文体也不是八股文。以上文章有的写

于《说书》刊刻之后，恰能证明今传本《李氏说书》

为伪作，不足为凭。即使上述六篇为《说书》之篇目，

其文体为“书”“论”“说”，也与八股文相去甚远。 

最后，《道古录》文体亦非八股文。比如《道古

录· 第五章》，篇幅较长，无法全录，其内容体制概

言之即以“用健曰”“予谓”“用健曰”“曰”两问两答

对话的形式，讨论了《大学》之中“一是皆以修身为

本”的问题。学生刘用健提问，老师李贽回答，这在

八股文之中是没有的。从整体看，它不符合“代圣人

立言”“代”的特征；从局部看，刘用健和李贽均使用

了对偶的句子，但是同样不能称之为股对，至多能说

是李贽无意识中带上了排偶的习气。《道古录》其他篇

章大抵如此，均采用对话语录体的形式。 

 (二) 现存的《说书》作品的文体应是“说书” 

考察李贽《说书》的现存篇目，似乎更能说明其

文体为说书。说书是中国古代一种讲说书义的文体，

它有北宋时文、经筵讲章以及民间解说书义等形态。

李贽的《说书》应该与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说书类》

的文体相同，都属于解说书义的文体。 

《说书》有一篇残存篇目，即李贽给焦竑的《复

焦弱候》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张岱先生认

为：“李贽用这句话作了一篇文章，收在《说书》    

里。”[16](117)今录之如下： 

近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说书》）一篇。

世间人谁不说我能知人，然夫子独以为患，而帝尧独

以为难，则世间自说能知人者，皆妄也。于问学上亲

切，则能知人；能知人则能自知。是知人为自知之要

务，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于用世上亲切不虚，则自能知人；能知人由于能自知。

是自知为知人之要务，故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尧、

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先务者，亲贤之谓也。

亲贤者，知贤之谓也。自古明君贤相，孰不欲得贤而

亲之，而卒所亲者皆不贤，则以不知其人之为不贤而

妄以为贤而亲之也。故又曰“不知其人，可乎”。知人

则不失人，不失人则天下安矣。此尧之所难，夫子大

圣人之所深患者，而世人乃易视之。呜呼！亦何其猖

狂不思之甚也！况乎以一时之喜怒，以一人之爱憎，

而欲视天下高蹈远引之士，混俗和光之徒，皮毛臭秽

之夫，如周丘其人者哉！故得位非难，立位最难。若

但取一概顺己之侣，尊己之辈，则天下之士不来矣。

今诵诗读书者有矣，果知人论世否也？平日视孟轲若

不足心服，及至临时，恐未如彼“尙论”切实可用    

也。[16](111) 

这篇文章从整体上看缺乏八股文中“破题、承题、

起讲、入题、股对”等基本结构。虽然有对偶句子，

但是不能称为股对。因此这篇文章很难称之为八股文。 

而此文更符合说书的文体特征。说书是一种讲说

书义的文体。南宋吕祖谦在编《宋文鉴》时将苏轼《南

省说书》选入，并将其归为说书一体，这标志着说书

被正式确认为一种文体[33](1532)。明代徐师曾《文体明

辨》也将说书列为一体[34](140)。此后朱荃宰《文通》引

用《文体明辨》序题，也收入说书一体。及至贺复征

编集《文章辨体汇选》，也持徐师曾之说。晚明之后又

有许多以说书命名的著作，比较著名的有李贽的《李

氏说书》、袁宗道《白苏斋类集·说书类》三卷。其他

如明万历年间詹在泮的《说书随笔》、明天启年间陈天

定的《陈氏说书》、明崇祯年间褚笈的《子云居说书》、

明崇祯年间林宗仁的《林氏说书》、清康熙年间田雯的

《蒙斋说书》、清雍正年间丁恺曾的《说书偶笔》、清

乾隆年间张正笏的《说书唾余》、清同治年间陈震的 

《筤墅说书》、清光绪年间于振熙的《训蒙说书》、清

陈凤友(一说为其妻多恭人，具体年代未详)的《素斋

说书》等。现存可见的如袁宗道《白苏斋类集》以     

及清雍正丁恺曾的《说书偶笔》，都是典型的说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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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结合现存的各类说书作品及徐师曾在《文体明辨》

中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说书文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内容多是针对经史作品进行书义讲说，没有独立题目，

常以所解说的章节或语句为题，文体相对灵活，篇幅

简短，或有问有答，或义明即止，时常伴有口语。《不

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多次用“故曰”“故又曰”解

释词义，也是讲说书义；所引语句涉及《论语》《孟子》

《尚书》等经典，应与《白苏斋类集·说书类》一样，

同属于说书之体。 

李贽《说书》应是以文体命名的，否则文体为八

股文，而书名为说书，两相悖谬。 

(三) 古代书目类著作将《说书》归为“经部浅

说”类 

李贽《说书》被《澹生堂藏书目》等一些古代书

目类著作收录，并将其安排在“经部浅说”类，本身

就是对其思想及文体的辨析，这种安排也符合说书的

文体定位；而《李温陵集》的编者顾大韶对《说书》

的评论，也支持其更符合说书的文体特征。 

首先，《澹生堂藏书目》经部将北宋苏轼的《南省

说书》、明代李贽的《李氏说书》和各类经筵讲章并列

在一起，将其归为浅说类[35]。《南省说书》被《宋文

鉴》及《文体明辨》等列入说书一体，而《李氏说书》

与《南省说书》并列，由此可见古人对李贽《李氏说

书》的文体认识。 

其次，《千顷堂书目》将《李氏说书》归为经部四

书类，此类同列作品还有张居正的《四书直解》、罗汝

芳的《四书一贯》、林兆恩的《四书正义》、徐渭的《四

书解》等。《四书直解》是对四书内容的解说，现存于

世，其文体不是八股文而是解说类文体应无疑问。 

再次，《徐氏红雨楼书目》也将《李氏说书》收入

经部。这些书目的收录方式反映了古人对《李氏说书》

的文体认识。 

最后，《李温陵集》的编者顾大韶虽未将《说书》

选入，但是却对其思想和文体有过评论。他说：“《说

书》数十篇，放于体而弱于辞，放于体而戾今，弱于

辞而乖古，虽云理胜，未睹成章。”[15](200)这是难得的

从文体角度对《说书》进行的文体批评。顾大韶指出

《说书》在文体上的“放”和文辞上的“弱”的毛      

病——“虽云理胜，未睹成章”，指出其思想上的长处

和文体上不完整的短处，说明《说书》在文体上散乱。

这与八股文有严格的体式要求不符合，却和现存各类

说书作品文体灵活的特征相符合，可从侧面印证《说

书》文体应为说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李贽《说书》的文体之所以困扰诸多

学者，既与《说书》真本未流传下来有关，也与诸多

文献相互抵牾有关。通过分析李贽的八股文观念、科

举经历、八股文创作能力，根据对被认为是《说书》

的著作以及现存李贽《说书》篇目的文体形态考察，

结合《澹生堂藏书目》等对《李氏说书》的归类，可

以看出李贽《说书》应是以文体命名的，其文体应该

和晚明时期很多类似作品一样是说书。探析李贽《说

书》的真伪及文体形态对李贽研究乃至晚明的文学及

思想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李贽的儒学思想。《说书》作为李贽对儒家

经典的解说，其写作时间正处于耿李论战的关键时期，

即李贽“异端”思想的形成期。准确把握《说书》的

文体形态及思想内涵，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李贽的思想，

如李贽对科举的态度及李贽对儒家思想的阐释等。 

其次，李贽的心学思想。《说书》的思想或许受到

心学思想的启发，借讲说儒家经典书义来阐发心学思

想。李贽在给焦竑的信中说道：“有《出门如见大宾篇》

（《说书》），附往请教，尚有《精一》题《圣贤所以尽

其性》题未写出，容后录奉”[16](110)。而王阳明《传习

录·徐爱录》之中亦曾探讨“精一”“尽心知性”的话

题，如“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

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

是未能释然”[36](12)。李贽未写之二题与此是否为巧合，

抑或来源于此？其时焦竑已中状元，李贽无需科举，

所请教者应不是讨论如何写作八股文，那是否在探讨

心学思想？ 

再次，李贽的文体学思想。李贽对不同的文体有

何认识？为传播思想而选择相对灵活自由的文体，这

种文体选择是否体现了李贽体为用选的文体学思想？

王阳明曾提出“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

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的文体学思想[37](586)。李贽的体

用思想和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思想是否有联系？ 

最后，李贽的文学思想。说书一体常伴有口语，

顾大韶评《说书》“弱于辞”，薛冈评价李贽文章“其

所为文，皆恒入俗话，仅加之乎者也而已”[19](248)。若

《说书》有此特点，则李贽对“口语”“俗话”写作是

何态度？李贽《说书》是否影响了袁宗道的说书写作，

二者有无联系？其对语言的态度是否影响了袁宏道的

公安体？袁宏道提倡卑靡浅俚之体、戏谑嘲笑、间杂

俚语，这与李贽的语言态度是否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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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藏书》研究已经深入而广泛，但《说书》

的研究却尚待深入。一部《说书》，让多少学者费尽思

量，或许有一天，《说书》真本重现于世，这些问题能

更好地解决，则李贽幸甚，中华文化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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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form of Li Chih's Shuoshu 
 

QU Yankui, REN Jingz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19, China) 
 

Abstract: Shuoshu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works by Li Chih, a late Ming thinker. Some scholars think that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of eight-part-essay, and on this basis deduce Li Chih's attitude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But the 

description of Shuoshu in some of Li Chih's relevant references such as Fanshu shows that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not like eight-part-essay. The present essay,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Shuoshu in Li Chih's works, referring to his 

theory of childlike heart-mind (Tongxin Shuo) and his experien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well as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adhering to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existing articles in Shuoshu, the classification 

of academic works and comments by Gu Dashao and others, can safely conclude that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shuoshu”. And Li Chih's Shuoshu should be named after its literary form. The analysis of the literary form of Shuoshu 

is helpful to study Li Chih's attitude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n to study Li Chih's thoughts of Confucianism, 

stylistics, mental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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